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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观遭遇民族主义―清末民初的“民族”意识流变― 

 
关 凯 1 

 
摘要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力量持续入侵中国，天下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清朝统治

秩序遭遇全面危机，边疆内乱纷起，社会反抗频仍，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持续百年的大动荡历

史阶段。面对外侮深重与西学东渐，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渐渐替代天下观，“中国人”的身份

归属逐渐成为“天下子民”，“中华民族”之意识，也因日语漢字“民族”之观念的引入而

形成于近代中国社会。 

 
关键词: 天下观、中体西用、中华民族、五族共和 
 

 
Ⅰ. 西方冲击下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危机 

 
1840 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

华文明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转折点，由此开端

了中国的近代史。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英贸易

中，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清朝中国始终处于出超

地位。为此英国向大清大量输入鸦片，道光四

年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 2，“上自官府

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

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3。为遏制鸦

片给清朝中国带来的灾难，清廷派钦差大臣林

则徐赴广东禁烟，没收外商鸦片尽焚于虎门。

1840 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朝战败，于 1842
年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条约签定了割让

香港岛、赔偿鸦片与军费、“五口通商”4、协

定关税、自由贸易等，使清朝中国的领土主权

受到了冲击，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

条约。清朝中国也开始与近代资本主义体系相

接轨。 
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政府，秉承了古代中国

的天下观审视着世界。皇帝沉浸在“天下共主

抚驭万邦”的荣耀之中，无法理解世界上还存

在着能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与君主。但此时

的印度半岛，已被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英

帝国所控制，同时英帝国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东

亚。此时的清朝中国则是一个僵化的东方社会，

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具有巨大规模的商业市

场。 
清朝中国对西方国家而言，不仅意味着会

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茶叶、瓷器等是当时英

国进口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国的市场规模也令

其垂涎三尺），同时也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

明世界”的“教化”或“驯服”的对象。当然，

于后者，大清王朝一无所知。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中英两国，

均处于对彼此文化的盲区状态下。尽管 1792
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涉及到了经济、领土、

政治、宗教等方面，但在乾隆帝眼中，其访华

的目的只不过是对天朝的“朝贡”之举。在大

清君臣心目中，马嘎尔尼不过是来自远方的万

邦中的“一邦”的朝贡者而已。所以，西方人

的到来，増长了“天下人”对天朝的优越感，

也强化了“天下人”依附天下的身份认同。 
鸦片战争后，清朝处在全面的边疆危机。

东北地区，从 1858 年《瑷珲条约》起，俄国鲸

吞了大片土地；西北地区，新疆处于英俄围绕

中亚展开的利益争夺的漩涡之中；东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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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面临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的“开疆拓土”

对外扩张政策的压力。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

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使朝鲜脱离了天朝

的朝贡体系，还意味着古代中国天下体系的崩

溃和东亚社会的近代国际关系的走向。 
日本的明治维新晚于清朝中国的洋务运

动，但日本却在短短 30 年内一举成为亚洲霸

主，从四方世界的“殖民地候选人”摇身一变

而为“殖民者俱乐部”的新成员。特别是“蕞

尔小国”的日本打败“天朝上国”的清朝中国，

震动了东西方世界。汉文明之徒的日本“脱亚

入欧”之后，竟打败文明之师的结局，自然而

然的引发了 19 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西方文明

优于中华文明的思潮，改良主义者的慕洋之风

油然兴起。由此，面对内外挑战的清廷，面临

着涉及中国文明存灭的危机，其危机远超于任

何一次的王朝更替。 
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主义

革命纲领。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皇太后在

袁世凯施加的压力下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清

帝逊位诏书》，清朝正式宣告终结。与此一同

终结的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帝制传统和“君

权天授”的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依附于天朝

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变化。 
 

Ⅱ. 从天下观向民族主义的观念转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大清王朝和周边国

家的关系，是以行之久远并日臻成熟的朝贡体

系维系的。然而，这一体现天下观的朝贡体的

怀柔远人之“道”，在与西方社会的世界体系

的相遇下，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5。清王朝面对

西方社会的体系，既无力以“王者无外”的形

式呈现自身的实力，也无与周边国家结成近代

式国家同盟，去抵制西方社会体系渗透之意识。 
西方的现代国际关系的体系，对清王朝的

天下体系产生了三重打击。即来自《威斯特伐

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体系、民族-

国民国家（nation-state）政体和民族主义的打

击。 
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之

后，在 1648 年封建诸侯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

条约》,以此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即威斯

特伐利亚条约体系。此体系和中国传统的“天

下观”的理念是背反的，即天下观的原则是“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是世界(天下)唯一的

中心；但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多中心的，国

家不分大小，其政体(主权)即其中心，互相尊

重对方主权，由此清晰了各国间的界线。 
而天下观体系中的国界则是流动的和模糊的。 

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由中央政府签订的国际条约，其主要内

容就是规定国界。但当时的清王朝尚未理解世

界体系已经发生的变化。1842 年的《南京条约》

是将清朝中国被动地纳入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

系的开端。这个开端开启了清朝中国百年耻辱

的历史。可以认为，19 世纪以后清朝逐渐丧失

国家主权的过程，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渗透于

东亚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清朝中国的子

民开始意识到“天下”并非世界，中国只是世

界中的一部分；“华夷之辨”并非是教化与野

蛮的界限，而是存在于世界中不同社会的界限。 
18 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

是确立现代社会的民族-国民国家（nation-state）
的开端。其体系强调“人民主权说”，其合法

性来源于天赋人权的社会契约，而非“君权神

（天）授”。即国家主体的“人民”自身的自

然权利，体现在国家权力上。为此，民族-国民

国家的政体，是建立在保障人民的权利，保障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人民的一体化的基础上

的。其目的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彼此结为一个具

有情感维系的政治共同体。此为“人民”

（people）和“民族”（nation）等现代概念的

历史背景。 
对于中国来说，民族-国民国家的政体是舶

来品。作为秉承“天下观”文明古国，构建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与民族-国民国家重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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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的立场截然相反。“天下观”解决普遍

秩序问题的途径是“四海一家”，即依据儒家

的家国论为出发点，努力建构“其大无外，其

小无内”6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天下观试

图“教化普遍”，将身（个体）、家、国、天

下（世界）纳入普世的道德关怀之中，因而包

容万象、善待差异、和而不同。而民族-国民国

家的秩序在于“人以民族分”，将不同文化与

种族的界限，固化为政体间的界限，致力于以

“民族”为单位建构“国家”（事实上以“国

家”为单位建构“民族”也不在少数），致力

于个体的同一化，消弱差异。因此，近代之后，

欧洲社会构建民族-国民国家易，而中国构建民

族-国民国家难 7，就是应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和

而不同之现象。 
虽然天下观的价值关怀远远高于近代的民

族主义，但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的衍生物，不

可小觑。近代以前，基于“神（天）的旨意”

或武力征服，被纳入近代之前的传统政治国家

之中的不同族群，并不等同于现代社会的“民

族”。只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契约论”的

政治哲学假说深入人心之后，民族-国民国家才

成为“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

的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8在

意识形态上，民族主义是用民族共同体的不可

摧毁性，来替代君权神授的不可替代性，因此

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世俗性的宗教。 
“民族主义是 19 世纪产生于欧洲的一种

学说。它自称要为适当的人口单位作出独立地

享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为在国家内合法

地行使权力、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组织等，提

供一个标准。简言之，该学说认为，人类自然

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

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

式是民族自治政府。”9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

义，给人类社会带来复杂的局面，“企图按照

民族主义的方法来改变世界的广大面貌的作法

并未带来更加持久的和平与稳定。相反，它导

致了新的冲突，恶化了紧张局势，为无数对政

治一无所知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0 
19 世纪清末民初的中国，一大批受西学东

渐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中，也出现

了偏隘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如钱穆就从来不相

信满洲这种“狭义的部族政权”真正具备征服

中原的政治与文化能力，认为满洲侥幸得手，

实得益于“汉奸之助”，其结论是“明清之际

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

说不上民族的衰老。”11钱穆历清末民初之变，

大汉民族主义情绪甚炽，其见解与关怀反不如

历明末清初之变的黄宗羲更高，“盖天下之治

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2 
与“天下观”的普世关怀相比，民族主义

无疑是狭隘的。然而，从清末开始，中国人也

运用了时代语境所提供的民族主义作为思想武

器，来寻求运用西方体系来维系中国的民族的

和国家主权的独立。 
 

Ⅲ. 文明史观下的“中体西用” 
 
《南京条约》的缔结，表面上是因为“英

夷”的“船坚炮利”，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威胁

的结果，但在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有识之士并

不多。习惯于抚御万邦的清王朝对自身的认知

仍然延续着传统观念，但“西夷”成功挑战“天

下共主”的巨大冲击，使这种认知突然变得纠

结起来：大清士人一方面仍然坚信自身的文明

比“西夷”更优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

鸦片战争失败的现实。在此困境中，一部分士

人开始接受外部世界的西方更为强大的事实；

另一部分士人则“更加坚定地选择了以儒家文

化的固有观念和价值尺度为标准，来顽强地排

斥西学的传入，并以此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

本方针。”13，晚清知识界由此走向分裂。 
魏源编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以“西夷”为师的“师夷长技”

意味着违背祖宗之法、冒天下大不韪的风险。

徐继畬在其《瀛寰志略》中，将其前稿所用“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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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尽数改为“泰西”，于 1848 年正式出版。在

举国言“夷”的时代，这一称谓的改变表明徐

继畬已初步摒弃传统华夷观。徐继畬更侧重从

制度层面探究西方富强的原因，对“强以船坚

炮利，智以机器轮舟，富以远商重税”的西方

“富强甲天下”的原因“一一考核”14，意图

与各国均善邦交，取法泰西文明，采其长技，

以图自强。15就在《瀛环志略》付梓的同一年，

在欧洲问世的《共产党宣言》震撼了欧洲社会，

同样，《瀛环志略》也在大清死水般的思想文

化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当时保守派势力认为“动以不谈洋务为高，

有讲术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16。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冯桂芬 1861 年在《校

邠庐抗议》中表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7，其所言既抵御了保守

派“以夷变夏”的攻击，又使西学得以在中国

落户。 
19 世纪末，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产生了“举国以为至言”18的巨大影

响。中体西用回答了“怎么向西方学习”的问

题，张之洞“最乐道之”19，“窃惟古来世运

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

张之洞所谓中学之“体”乃指中华文明传统，

以此为基“保国、保教、保种”；西学之“用”，

并非只是“器物”，亦含法政，“不变其习不

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20可见张之洞

所言“西学”，是指借鉴西方法政变革中国政

体。 
晚清“职业报人”王韬，强调要从中华文

明自身的立场出发，探究列强入侵的根本原因

以及清廷应对之失，“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

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

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

其有非分之请也”。21大清既已被迫卷入世界

体系，那么唯有“富国强兵”，才能在这样的

一个世界环境中生存下去，这不是夷夏之辨的

界限问题，而是事关中华文明的生死问题。 

在晚清外交中，虽然清廷同样援引国际法，

但依然未能得到公正对待，多有吃亏之处 22。

国际法作为权力话语，本质是保护西方殖民主

义扩张的利益。在郑观应看来，清廷应充分认

识到列强的冷酷，当尽力谋求富强 23。出使欧

洲的薛福成也认识到，国际法背后是“文明等

级论”，而彼时的大清并不在“文明”之列，

即使以迎合的姿态附庸列强，也无济于事。 
简而言之，“中体西用”提倡维护中华之

“体”，汲取西方之“用”。这是近代以来的

兼顾传统与现实的有效方案。但“中体西用”

在当时并非没有内在碰撞，“中/西”与“体/
用”的二元分立，打破了“体用一元”的整体

性，以致出现“器日新而道不变”，故被严复

讥笑为“牛体马用”之说 24。 
民国学术大家陈寅恪自陈“思想囿于咸丰

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曾国藩)张南皮(张

之洞)之间”，如其所言：“思想上自成系统，

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5,或许这才是

“中体西用”真正的思想价值。 
 

Ⅳ. “中华民族”概念初现 
 

甲午战后“救亡图存”,上升为清朝中国首

要任务。为探索中华文明存续的道路，晚清知

识层重视西方技术、制度及思想文化的现象层

层不穷。近代的民族-国民国家观念对天下秩序

的冲击，也激发了有识之士对“民族”涵义的

深入思考。“中华民族”一词也初现在这一背

景下，并经历了概念化的多重演绎。 
古汉语中有“民”亦有“族”，文献偶见

“民族”连用，“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

属，又指华夷之别”，但与近代的“民族”意

涵相去甚远 26。受日译西书影响，1899 年梁启

超于《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

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

争”等一系列与“民族”相关的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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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时，

首次使用“中国民族”的概念，将中国民族的演

变与近代世界相关，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自

黄帝以至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

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的时代；二是

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

即中国民族与亚洲民族交涉、繁赜、竞争的激

烈时代”；三是“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

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

涉、竞争之时代。”27 
翌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又

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上古时代，我中

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

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28，

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描绘了中华文明对于

塑造“中华民族”概念，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1903 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

说》一文中，在对“中华民族”的解释中，提出

了“大民族”和“小民族”的说法，分别指“国

内诸族对于外族”和“汉族对于国内他族”。

梁启超倡导的“大民族主义”是指由中国境内

的汉、满、蒙、回、藏、苗诸族组成的“大民

族”，汉族在诸族中发挥主体作用，以此来完

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梁启超的“中华民族”

观念隐约透露出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但，为

在与近代社会接轨之际的晚清中国避免了西方

民族主义观念冲击下，发生疆域分裂，做出的

有力的理论回应。 
梁启超之后，1907 年，杨度发表《金铁主

义说》，阐述其“中华民族”观：“中国云者，

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

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

仅非一地域之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

一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

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

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

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

化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

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29 

以文化而非血统判定民族归属，延续了《公

羊学》一贯秉持的“大一统”文化历史观，天

下秩序中夷夏、内外之间可以动态转化，在近

代条件下亦复如是。基于这种文化历史观，杨

度主张“国民统一之策”“满汉平等，同化蒙、

回、藏”。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后来“五族共

和”思想的滥觞，“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

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

不可分一为五。……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

国，亦为至要之政”30。这也是后来傅斯年、

顾颉刚所主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的思想

原型 31。 
杨度强调以文化作为判定族群归属的依

据，在章太炎看来，杨度没有摆脱文化等级论，

即默认华夏文化高于夷狄文化，中原文化高于

边陲文化，潜在地画分了文明与野蛮的界限，

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自主衍化的进

程。 
章太炎认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

32《春秋》所以为经，是将连续性的历史记忆

升华为集体性的历史意志，从而形成中华民族

的主体性意识，由此将中华民族淬炼成具有共

同历史认同的“历史民族”“然则自有书契，

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

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归化者，因其

类例，并包兼容”33。 
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何谓“民族”

成为清末中国知识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

无论是康有为“从经学内部重新勾勒当代世界

的特点和中国在其中所居的位置”34，还是梁

启超呼吁构建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
35，本质上看，皆是“国”在“族”之上的看

法；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众多的新型知识分子，

以“排满”为民族主义革命的目标，陷入梁氏

所谓汉族的“小民族主义”的泥沼之中。天下

体系开始被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所拆解的同

时，作为观念的天下意识却仍然存在，并开始

发生意义的转化。即，“君权天授”的满洲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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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陨没，中国成为“主权在民”的共和国之时，

“天下万民”也就开始转变为“中华民族”。 
 

Ⅴ. 辛亥革命与五族共和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

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地鼓舞了对清朝统

治绝望的民众，各地随之相继爆发反清起义。

在不到一个半月之间，就有 15 个省或曰三分之

二的地区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 36。清末出现在

的君主立宪（保皇）派与革命党（派）的对立

也就付出水面。立宪派主张效仿英德等国实行

君主立宪制，实行共和，主张“虚君”保留皇

帝，借助“君权天授”维护国家统一；受民族

主义影响的革命派，则主张推翻帝制，用如武

昌起义的“驱满兴汉”和“打旗人”等口号那

样，利用满汉对立作为革命动员方式，实现其

推翻帝制的目标。 
革命派的局限性从一开始就遭到立宪派的

批评。早在 1902 年，康有为就警告各省自立的

革命可能会导致中国像印度那样被列强瓜分；

梁启超也很早就将革命派的主张称为“小民族

主义”，并倡导统合五族的“大民族主义”37。

孙中山对此中问题并非没有察觉，他在武昌起

义发生后，从海外归国的第二天（1911 年 12
月 26 日），即在上海拜会江浙立宪派领袖赵凤

昌，依其建议在南方组建统一临时政府，并与

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立宪派老臣

合作 38。这些立宪派老臣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成

立与南北和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遏制

并纠正了革命派的激进和狭隘，避免了将政体

之争导向民族冲突。 
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国

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

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强调“民族之统一”与“领土之统一”
39
。中

华民国是历史上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以

“五族共和”为立国原则，初定象征五族为一

体五色旗为国旗。 

辛亥革命后南北呈对峙之势。袁世凯做了

一件让孙中山难以接受，实则有利于保全中国

国土的决定，即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自身大

总统的地位源于清帝的（天下）体系。《清帝

逊位诏书》有云：“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

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

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

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

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

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

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

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依此最后帝诏

之意，清帝顺应民心，接受五族共和，主动放

弃爱新觉罗氏“天下共主”之地位，这就意味

着天下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从法理上看不

是来自革命，而是来自清帝的禅让。以此为基，

承袭清朝体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有

资格传檄边疆各部，而旧邦得续新命。 
民国政府建立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相互合作

与妥协的结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

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共和派各让一步，袁

同意放弃帝制并接受革命党人的建国纲领，而

孙则愿意让出民国大总统的职位给袁担任。清

帝逊位提供了天下转型、政体和平易主的方案。 
然而，清帝逊位并不意味着袁世凯能顺理

成章地承接清帝的权力体系。袁氏虽以前清旧

臣之身获民国大总统之位，但以狭隘的大汉族

主义为纲领的革命党，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主

导地位。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发布的文稿

和全国通电，均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为对

象，而罔顾蒙藏等非汉社会，证明非汉社会还

未认可新的共和政权。因此，民国之初首先应

对了非汉社会的分离倾向。 
1911 年 12 月 1 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宣布外蒙古独立（库伦独立），表明库伦独立

“非叛大皇帝”，只是脱离由汉人的排满革命

建立的新政权而已 40。沙俄趁辛亥革命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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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蒙古王公分裂，又

鼓动哲里木盟的乌泰郡王自治，不过均未得逞。

1913 年初，绥远将军张绍曾主持“西盟会议”,
参会的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各旗札萨克王公

拥戴共和，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久成一家”，

“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

国”41。 
1912 年初，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发

布《告民众书》，号召“驱尽汉人”42，之后

返回拉萨。至年底，前清驻藏大臣和满汉驻军

全部离藏。但 1919年后，之前在英俄势力支持

下谋求西藏独立与服从中央政府管辖之间立场

摇摆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归顺民国北洋政

府，并在“九一八”事件后表现出爱国热情
43
。 

1912年 3月，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

了《劝谕蒙藏令》，倡导“五大民族，均归平

等”
44
。4月 22日发布《大总统袁世凯命令》，

正式提出“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

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

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凡蒙、藏、

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

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 

1912年 8月，民国政府修订蒙藏王公来京

礼节，规定已废除的拜跪之礼“自应全国一律，

以昭大同”，故蒙古王公等来京谒见大总统，

“悉依民国礼制行脱帽、三鞠躬礼”；同时又

充分考虑蒙藏地区的风俗习惯，略为变通，“其

依蒙藏惯例呈递哈达者，亦听其便”，从而实

现“民国新仪及边地旧习两无妨碍”
45
。 

在民国初年的立法活动中，各民族的平等

权利受到高度重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

《中华民国宪法》（1923）都明确指出“中华

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在法律上

均为平等”。北京临时参议院有来自内外蒙古

和青海地区的 11名代表当选为议员。此时，经

由民国政府内务部批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

会”“五族国民合进会”等团体陆续成立，倡

导“融化五族”。“五族国民合进会”由满族

精英成立，创办《大同报》，宣扬“举满、蒙、

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

民族”。 

“五族共和”是中国在近代化转型初期提

出的既符合中国传统和实际、又顺应时代大势

的国家理念，兼具了稳妥性和创新性。“五族”

是天下体系的遗产，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

识，使得中国得以保留了幅员辽阔的疆域，和

国民的多样性；而革命党人顺应时代的“主权

在民”的理念，推翻了“君权天授”的皇权传

统。作为协调了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立场的

“五族共和”理念，一方面避免了清朝中国在

民族主义思潮中解体，另一方面也没有循环王

朝的旧有体系，维系了延续中华文明大一统的

政治法理。于此，在民国时代，同处于民国领

域的各族人民，逐渐意识到中华民国是“国民

的国家”、“民族的国家”，开始将民族（五

族和其他民族）意识融合于中华民族意识之中。

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中华振兴工

商银行等团体和机构的成立，清晰了清末的“中

华民族”模糊的含义。 
 

Ⅵ. 满洲嬗变与“少数民族”概念出现 

 
清末受西方影响的新一代政治与文化精

英，将汉人的民族意识，作为发动共和革命意

识形态的根基。在“首崇满洲”的有清一代，

当清廷统治失败，“天命”渐失之后，满人即

被看作是“乘着明末的乱，占了我们中国”的

异种 46，“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

人而有馀者”47。“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和康雍乾时期“文字狱”，替代了人们对“康

乾盛世”的美好记忆。1905 年自溺于日本的陈

天华在他充满革命激情的《猛回头》中高呼自

己是“俺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
48，章太炎称满洲皇室“此客帝盘踞之久也，

悉取主人而奴之”49，由此“排满运动”风起

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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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肇始，政府宣布“五族共和”之后，

“排满运动”很快销声匿迹 50。其中固然有为

维系国体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排满运动”

只是一时兴起的动员革命的工具，并没有坚实

的社会基础与观念的共识。如杨度所言：“‘革

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

教”51。即使是陈天华本人，在其《警世钟》

中也写道“名为他（满人）做国主，其实已被

汉人所化了”52。一向理性的蔡元培则指出，

反满既然是反对少数满洲贵族的特权，那种“无

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

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就是

一种种族主义偏见 53。金冲及指出“在各省武

装起义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

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种

族仇杀，更不用说什么种族清洗了”54。这也

客观地反映出了在清末民初，已出现了内发性

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意识。 
早在清末，八旗兵的粮饷已难以维持一家

数口的生活时，清廷曾采取“京旗移垦”的办

法，鼓励北京旗人回到东北垦殖。但许多懒散

惯了的八旗子孙已远离农耕生活，无法务农，

土地开拓逐渐由闯关东的汉人农民承担；另一

方面为摆脱八旗制度的束缚，又有许多底层旗

人自弃旗籍，自谋生路 55。到辛亥革命前后，

大多数满人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生计也陷入

困境。1912 年 2 月 12 日，袁世凯主持的北洋

政府制定的《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

兵弁俸饷仍旧支放。”所以，直到 1924 年，北

京旗人还在领取旗饷。当然，其他地方的满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但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

旗民界限被打破，满人似乎一夜之间悄然融汇

在中华民族的泱泱共同体之中。 
实际上，整个清代“旗人”与“满人”的

含义始终模糊不清，以至民间有“不分满汉，

但问旗民”之说 56。尽管清廷出于政治目的始

终试图维持某种程度的“满汉畛域”，但旗人

与民人间自然发生的交往融合，不绝如缕。1912

年，北洋政府颁布《劝谕五族通婚令》，鼓励

汉满蒙回藏各族祛除旧见，互通婚姻，相亲相

爱于无极 57。无论是杂居交游，还是联姻婚娶，

过继子嗣；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风俗习惯，满

汉渐呈一轨同风之象。因此在“排满”风潮中，

很多满人成功的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直到在新

中国实行的民族平等政策下，有些人才恢复“满

族”身份，如老舍。 
满人的身份认同，从“满洲”到“满族”

的过程，具有深刻的社会意涵。到 20 世纪之初

与汉文化社会的融合，是满洲“民族性”消散

之快的历史背景，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性案例。其原因在于，首先，满洲是清

朝中国的政治性的产物，其族群认同源于爱新

觉罗氏政权的建立，其族群认同因政治而生，

亦因政治而亡，遍布全国的满族即其实例。 
其次，满洲建立清朝之后，主体人口移居

关内，加之驻防戍边，分布呈离散之势。被汉

人庞大人口“包围”以及儒家文化的浸染，促

使满族自觉或不自觉、无意识中走上了“汉化”

的道路。至民国建立，满人绝大多数说汉语，

尚能说满语的人已极少，汉语北方方言中的“稀

罕”“埋汰”等许多满语词汇，以及，成为中

华服饰的代表的旗人女性传统服装的“旗袍”，

融为一体的满汉特色饮食，如“萨其马”等均

为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果。 
第三，“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概

念，均出现在 19 世纪。“中华民族”源于西方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蚀中国之时，“少数民

族”则源自“排满运动”。陈天华在《绝命辞》

中表示，他的政见之所以从政治转向种族，“盖

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

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

族者为逆故也”58。邹容在《革命军》中说：

“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

从聪明人之理”59。排满革命论者对“多数”

汉人与“少数”满人做出的二元区分，直接催

生出“少数民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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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满汉的划分开始，“少数民族”渐渐

指所有非汉群体，其内涵既沿袭了华夷之辨的

传统，又借用了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基于汉

人立场的“他指”概念的“少数”，不仅指人

口少数，也隐含“弱小”“落后”“边缘”等

意涵。为显平等，民国之初即倡导用“边疆”

代替“藩属”、“藩部”等王朝旧称，实则用

“内地”指汉人社会，用“边疆”指非汉社会。 
总而言之，当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

具有现代感的冷峻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的时

候，特别是出现在与丧权辱国交织在一起的大

清王朝之时，寻求自己民族未来的西方民族主

义，就与排满革命的思潮互相浸润，其结果，

至 20 世纪初形成的互相融合的中国各族裔的

群体，又被西方的思想公式切割成一个又一个

孤立的“种族”。但其结果与中国传统的天下

观一样，终将成为历史的弃儿。 
 

Ⅶ. 结语 

 
从晚清到民国，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日本

明治维新后国家崛起的强烈刺激，一大批中国

知识分子受到欧式“民族-国民国家”观念的影

响，投身于所谓民族革命，将源起欧洲的“民

族-国民国家”体制，视为中国“救亡图存”不

二的选择，将民族和国民用一元性思维割裂开

来，所幸没有成功。因为中国是一个从古代文

明不断延续至今的政治实体国家，无论是作为

国家体制还是文化结构，现代中国既包含了古

代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断裂

的产物。所以，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政治实

践中，“民族-国民国家”体制并未与中国的文

明传统与社会文化底色割裂开来。 
所以，尽管 1911 年中国在政体上成为亚洲

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但无论是从疆域广度还

是文明特性上来看，今日的欧盟与中国相似的

程度反倒可能更高一些。无论如何，作为一个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不得不在历史基础和

现实条件的约束之下，不断探索如何建设自身

的现代国家，并在这种体下保持承袭天下观的

内部体系，包容内部的多样性，其中多民族因

素至关重要。 
从民国初期的“五族共和”到 1927 年之后

的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国共两

党战争结束为止，中国的天下体系直到中国共

产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才初步宣告成功。现代

中国在知识积累与理论建构的实践过程中，也

许重新定义了“民族”的含义，但“民族”这

一概念，依然是理解与古代中国天下体系有关

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关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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